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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细荣

《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是美国著名的科学社会学家R. K. 默顿（Robert King Merton，1910－ ）的博士论文和科学社会学的奠基性的著作。现在，它已成为科学社会学中的经典著作之一。默顿在创作此文时所采用的对历史的研究方法，于我们有很好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默顿在《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中，以他科学史知识的功底，运用统计、定量分析的方法和技巧，首创性地对科学技术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进行了经验性的研究。将“广为人知”的历史材料与社会学研究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开拓出一条研究历史上的科学的新路。

1930年前后，默顿在哈佛大学社会学系做研究生时，接触了欧洲的知识社会学，并涉足科学史领域。他先后为A. P. 尤舍（Usher）的《机械发明史》写过书评（在科学史专刊《爱西斯》上发表，并得到其主编也是他后来的导师之一乔治·萨顿的鼓励），为社会学系的P. A. 索罗金（Sorokin）教授（当时正在写一本题为《社会与文化的动力学》著作）当过研究助手，帮助他收集和分析有关科学发展的资料。就是在这做研究生期间，默顿受到了科学史研究和进行定量分析的良好训练，再加上他对以科学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很感兴趣（期间他选修过怀特海的《科学哲学》课），使他逐渐意识到，科学发展与其社会环境可能有某种联系。于是他萌发了对科学进行社会学研究的念头，并以此作为他的博士论文。

在着手此论文研究之前，默顿首先考察了当时的知识社会学的主要著作和赫森的论文《牛顿（原理）的社会和经济根源》，发现了它们的知识体系有缺陷或存在片面性。他也发现知识社会学家对科学没有予以充分的重视，原因是存在着这样一个难题：科学是真理体系，它的发展似乎是累积的，具有直线式的连续性；而许多社会因素（如社会价值、社会规范、经济和政治结构）乃至其它知识领域（如意识形态、宗教、艺术）等的变化却具有明显的间断性。因此，用社会环境来解释科学发展，就无异于想用间断性去解释连续性。默顿根据他的科学史知识，认为应该抛弃这种实证主义的科学发展观。他认为，“科学的持续发展仅仅发生在一定类型的社会里，并受到各种心照不宣的设定前提条件和各种来自社会建制的制约因素的复合影响。……科学的连续性需要有兴趣、有能力的人们积极地参与科学事业。只有适当的文化条件才能保证对科学的这种支持。”
因此，在他看来，只有打破传统的实证主义科学发展观，才有可能对科学进行社会学研究。故后来他在《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中写道：“与文明（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关的因素可以方便地规入社会与文化这两个范畴。它们虽然被分别加以考虑，但当然是处在一种相互依赖的状态中。”

默顿在考察赫森的论文以及G. N. 克拉克等人对他的批评之后，认为，不管是克拉克“将科学发展归结于科学内部因素”（内部因素说），还是赫森的“把近代物理学的出现，直截了当地归诸于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单因素说）均过于简单化。默顿认为，科学于社会的互动是多方面的，把某一理论的出现完全归诸于单独一种社会因素的“单因素说”是难以说明问题的。正如他在1970年版的序言中所说：“关于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和其它社会组织领域的相互依存关系的研究，既没有采用一种因素[决定]论，也没有假定它发生在这个时期的社会组织领域之间的互变情况同样会发生在其他的文化和其他的时期。”

默顿以十七世纪的英国为研究对象，是经过分析而定的。默顿经过考察发现，历史上的每个文化时代都有各自的知识兴趣中心或兴趣聚焦点。例如，古希腊的兴趣中心是哲学和艺术，中世纪是神学和宗教，文艺复兴时期是文学、艺术和伦理学，而近现代尤其是过去的三个世纪则是科学与艺术。
如果选择一个其兴趣中心最明显地从其他领域转移到科学的时代，那么通过对这种兴趣转移的研究，就有可能找到问题的中心环节，从而联接起科学与社会互动的复查网络。默顿的科学史知识告诉他：“十七世纪英国的文明，为这样一种关于科学与技术中的兴趣的转移及兴趣中心的研究，提供了特别丰富的材料。”

选定了研究对象以后，默顿就着力进行资料的收集和数量分析。为了使收集的历史材料准确、客观地反映历史的真实。他非常小心地选了三个指标（初始兴趣、科技发明或发现、科技论文）的数据作社会学的定量分析。这三项指标是当时的英国所能选取的比较可靠的指标，三者互相联系、互相印证，从而避免单一指标的数据分析可能歪曲地反映当时科技发展的状况。

默顿寻找的研究职业兴趣分布的原始材料是一套英国的《国民传记辞典》（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他发现十七世纪部分所收入的人的人数，约占该世纪里成年人的六千分之一。他认为有足够的广泛性，可当作称之为“选择职业调查”方面的最少争议的资料来源（②P.14）。由于“职业兴趣”的变化性和复杂性，默顿将“初始兴趣”作为统计的指标，而把一位具有多种“初始兴趣”者分别算作各自有关领域的指标。统计对象他确定为那些在17世纪内在英国本土上首次表现出其职业兴趣的人物（②P.14－15）。据此，他从《辞典》里共找到了6034位人物，分别摘录在卡片上。为谨慎起见，他又找来能够找到的有关这些人物的传记，加以核对。对《辞典》记载中模糊之处，他都尽力查清，实在查不清的（占极少数）就用其他方法加以校订。然后，他便按照当时的职业领域，根据这些人物的“初始兴趣”对他们进行分类。这样便得到每个职业领域里的具有“初始兴趣”者的绝对人数。为了了解各个不同时期里各个领域内的“初始兴趣”的相对波动情况，他又按五年为期对各个领域里的情况分别加以统计。由此，他绘出了反映当时职业兴趣的分布和波动情况的统计表和曲线图（见②P.43-47）。

为了避免《辞典》编纂者的主观偏见，默顿用各个领域的“初始兴趣”的相对波动情况来作比较，而不是以它们的绝对指标作为比较的基础。这样，即使编纂者怀有主观偏见，即对某些领域（如政界、宗教）的人物选入多一些，而对另一领域（如科学、艺术）的人物则收入少一些，但是多者恒多，少者恒少，这就不会影响到对本领域内波动情况的考察。因为，用每个领域内各自的波动情况作为相互比较的基础，就可以“消去”《辞典》编纂者们的主观偏见（②P.19）。但是，这种方法也暗含着某种危险性。因为，一般说来，任何统计方法都是以某种均匀性为前提的，默顿在此将编纂方针的不变性（或均匀性）当作一个理所当然的假设，而事实上编纂者们的方针（如人员或思想发生变化）可能会发生变化。这样，情况会变得更复杂些。

为了查核这种统计结果的准确性，默顿又作了对比分析。他根据所能收集到的历史资料，对军事、文学艺术、教育、医学和宗教等领域进行相同的统计，并将统计结果和科技领域的统计结果进行比较，结果发现它们的情况与当时的一些定性描述十分近似。例如，对军人生涯的兴趣统计曲线中有两个突出的高峰，正好对应着该世纪的两个战争和革命时期，而战争和革命是最容易吸引人们（自愿或不自愿地）进入军事生涯的。统计结果表明：在这个世纪里，对科学的兴趣保持增长（除40年代因战争而短期跌落外）的趋势，而对诗歌、特别是对宗教的兴趣，则持续跌落。

另外，默顿还引用了其他指标作为上述立论的依据。他将载入《自然科学和技术手册》（Handbuch zur Geschichte der Naturwissenschaften und Technik）（德国 路得维希·达姆斯塔特<Ludwig Darmstadter>主编）中的17世纪英国的每项发明或发现列为一个统计指标，以十年为期按学科分类进行统计。结果表明，该世纪下半叶科学发现或发明的数目是上半叶的三倍。对于六十年代以后的情况，，他又根据1665年开始出版的《伦敦皇家学会哲学会报》（The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进行验证。他将发表在《会报》上的每篇文章算作一个指标按学科进行分类统计。他对这两项统计的可比结果进行多方比较，发现反映的情况十分近似。由于他是按学科进行统计的，由此又发现了科学内部的兴趣转移。默顿又将这些结果同根据《辞典》的统计结果加以比较，发现初始兴趣的波动情况跟科学产出的波动情况，若减去一个约为十年的时间差，二者便相符。这个十年期就是从发生初始兴趣到出成果所需的时间差。并且默顿认为，上述统计结果跟科学史家们普遍认为的17世纪下半叶英国科学发展速度大大加快的定性观察结果是一致的（②第三章）。

默顿的定量统计为他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如果他仅停留在这一步，只不过是用统计数字再一次证明一个众所周知的科学史事实。所以，默顿接下来用社会因素来说明这个事实。默顿认为： 一定时期的一个社会里，人们的趋向（即感兴趣于）或远离（即不感兴趣于）某项活动，是受价值观念支配的。除极少数人例外，这些价值观念就是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文化价值。在他看来，在17世纪的英国，新教伦理是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文化价值。当时流行的观点是宗教与科学是势不两立的死对头，二者毫无一致之处。默顿为了使自己的立论得以成立，接受了这个挑战并深入地进行研究。他“在阅读17世纪科学家们的书信、日记、传记和论文的过程中，慢慢地注意到，这个时期的科学家们往往具有宗教信仰，而且更有甚者，他们往往倾向于清教。”
这样，默顿终于游离出传统的观点，即用大量的事实证明，新教（在英国主要是清教）伦理的确刺激了人们去从事科学活动。他认为新教伦理是通过通俗的布道、讲演而世俗化了的价值体系。由于当时的英国是一个宗教社会，所以新教伦理是深入人心的价值体系。新教伦理对科学的刺激主要表现在它提倡：（1）通过研究自然这本“大书”去“赞颂上帝”；（2）发扬理性；（3）勤奋吃苦的禁欲主义；（4）行善自赎，行善就是做好事，而最大的行善莫过于用实际行动（即研究自然）向世人宣示上帝的伟大，或帮助世人过上安逸的生活。默顿用经验材料证明可以将这些新教伦理价值归结为（用世俗的话说）经验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两大原则，它们不仅与近代科学精神气质相符，而且也适合资本主义兴起的社会气氛。

接着默顿在该书的第七、第八章中，通过新教伦理价值，即经验主义和功利主义原则，将科学的发展同资本主义的兴起联系起来。他找出两个具体典型的部门（采矿业和交通运输业）作为研究对象。在这里，默顿使用经验材料具体地证明这两个行业如何需要新技术，而技术问题的出现又怎样促进科学的发展。这显然他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关于“科学与社会关系”的思想的影响。最后，他又以同样的方式讨论了军事和人口因素对科技发展的影响。

默顿通过以上的历史资料考查、统计指标的选定、数据统计和对社会各因素影响的经验分析，即科学历史社会学案例研究方法，最后得出结论：“17世纪英国的文化土壤对于科学的成长与传播是特别肥沃的。”
 “这些结论也许是不完善的，但决不是草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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